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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论的“吐蕃金银器”，是一个相对较为宽

泛的概念，从地域上看，主要是指以青藏高原为主

体发现的金银器；从时代上看，是以吐蕃时期的金

银器为主，上限可前溯到吐蕃“早期金属器时代”

（距今约1000年至公元7世纪）；从制作和生产这类

器物的地域上看，则可能涉及到吐蕃以及吐蕃本土

之外的中原汉地、中亚、南亚地区，所以或许称其为

“吐蕃系统金银器”更为恰当[1]。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由于考古出土材料的

罕见，对于吐蕃金银器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一些私人

收藏家的藏品，以及流传于各博物馆的部分传世金

银器。半个多世纪以来，海内外各大博物馆藏和私

人收藏的吐蕃金银器材料不断涌现，关于吐蕃金银

器的研究也一直在持续升温。但是，一个很大的问

题在于，这些研究对象一般都没有考古学的出土背

景，对于其年代、真伪、性质以及其他相关信息几乎

一无所知，成为科学研究这些文物最大的“瓶颈”。

近年来，随着青藏高原不断出土具有考古背景

的新材料，青海等地的田野考古成果尤其引人瞩

目，使得这一领域的研究状况也随之发生了重大的

改观。及时地对这些研究情况加以总结和展望，将

有助于我们掌握相关信息，调整研究思路，在既往

研究的基础上找准主攻方向，不断深化认识，取得

新的成果。基于这个出发点，本文拟讨论 20世纪

以来一些最为重要的有关吐蕃金银器发现与研究

的状况，以期得到学术界更多的关注，共同推进这

一研究向前发展。

摘要 吐蕃金银器是吐蕃时期考古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在青藏高原考古工作中发现了一批重要的吐蕃金银

器，成为我们重新认识传世吐蕃金银器的一个重要标尺，从而可以将过去流传于世的一批金银器的来源、真

伪、研究价值等方面的情况进一步廓清，对于其种类与功能、制作工艺、社会历史背景、从中所反映出的吐蕃

与中原及其周边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等问题产生出新的认识，并且展示出这一研究领域宏大的学术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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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世纪以来国内外吐蕃金银器的主要发现

公元 7世纪初，松赞干布继赞普位，将政治中

心迁至逻些（今拉萨）[2]。逻些位于拉萨河下游谷

地，自然地理条件优越，松赞干布在这里开拓荒地，

划分良田牧场，发展手工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

军事实力的增长，松赞干布逐步兼并了苏毗、羊同

等部族，建立起奴隶制的吐蕃政权。吐蕃的建立，

结束了西藏高原分散落后的局面，为青藏高原与外

部世界的联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此后，吐蕃对外

交流的程度不断提高，除了原有的部落时期文化之

外，大量新的文化因素开始源源不断地注入吐蕃文

化之中。

吐蕃崛起后，实行开放的对外政策。一方面，

与其东面的唐王朝发生了广泛而深远的联系。另

一方面，吐蕃向西发展，不仅对西域实施了有效控

制，还将其势力延伸到葱领山区和恒河岸边[3]。在

吐蕃与周边各国文化往来的过程中，金银器充当了

重要的物质载体。吐蕃制作生产的金银器经常作

为向唐朝贡纳的礼品而频繁见诸史料记载。《旧唐

书》《新唐书》和《册府元龟》等文献中，金银器经常

出现在吐蕃与唐朝的往来活动中[4]。这些文献材料

表明吐蕃金银制造技术高超，金银器种类繁多，制

作精美。金银器流行于吐蕃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包括经济、军事、政治和生活等。因此，金银器在吐

蕃具有重要地位，吐蕃金银器的研究对于研究吐蕃

的社会历史也具有重要意义。

金银器是吐蕃贵族墓葬中的重要随葬品，但目

前发掘的吐蕃墓葬较少，且大多被盗，盗墓者所盗

掠的对象主要就是金银器。这些盗掘出的金银器

多流散至海内外各地，藏于各国博物馆内或一些私

人藏家手中。吐蕃金银器发现与研究的历史与唐

代金银器有些类似，都是先始于传世品的研究，而

后由于考古学的发展，出土器物的不断增多，又反

过来使传世品的研究趋于科学化、系统化。对于一

些馆藏文物或私人藏品，研究和材料公布往往是相

伴而出的，所以我们也将资料的披露和研究者的意

见一并加以评述。整体而言，吐蕃金银器的相关发

现及其研究主要分为以下几类。

（一）作为馆藏文物或私人藏品的金银器

吐蕃金银器中的重器，当属现藏于西藏拉萨

大昭寺内的一件吐蕃鎏金银壶（也有学者称其为银

瓶，以下两种称法均见）。1959年，文化部西藏文

物调查工作组在拉萨大昭寺中心佛殿第二层西侧

正中松赞干布殿内发现了这件银壶。20世纪90年
代，宿白先生撰文介绍了这件银瓶，并对这件银瓶

的风格、产地及流传路线做出推测。他从银瓶的形

制和其上的纹饰出发，与境外相关遗存比对，认为

这件器物可能是一件输入品，其产地可能在阿姆河

流域南迄呼罗珊以西地区，年代约在七至九世

纪①。宿白先生敏锐地观察到此件器物的西方因

素，先后三次撰文对其进行了介绍和研究，不断披

露了这件鎏金银器的相关信息。

几乎在同一时期，国外学者也关注到了这件

吐蕃银器。1996年，英国藏学家黎吉生（H. E.
Richardson）也曾对大昭寺银壶进行研究，他认为制

作这件银壶的年代约在公元7世纪，银壶上的饮酒

人物图像体现了萨珊波斯艺术的影响[5]。

其后，在 2003年，瑞士藏学家阿米·海勒

（Amy Heller）在一篇文章中对拉萨大昭寺银瓶上的

人物服饰、纹样以及工艺进行了更为深入、系统的

探讨，认为这件银瓶是松赞干布统治时期之后的吐

蕃工匠融合西亚、中亚、中原地区的多种艺术风格

而制作的艺术品，她广泛结合吐蕃历史、大昭寺史

以及吐蕃神灵神话等资料，对银瓶上所拓打出的几

组人物图像也进行了考订，拓展了研究视野。还值

得一提的是，在这篇论文中，她还对都兰吐蕃墓群

出土的以及国外藏品中的相关器物进行了考察，为

建立吐蕃金银器器物群做出了可贵的尝试[6]。2007
年，中国学者杨清凡将这篇文章译成中文，全文刊

登在由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主办的《藏学学

刊》[7]，为学术界进行吐蕃金银器研究提供了重要的

①宿白 .西藏发现的两件有关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文物[J].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1994(6).后来收录到了《魏晋南北朝唐

宋遗稿辑丛》一书中，并新收入了《三记拉萨大昭寺藏鎏金银壶》一文，补充了一些新的考古测量数据和新的文物信息，参见

该书第206-2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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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国外学者对于流传于海外的一些吐蕃金银器

的研究从我们所掌握的有限的资料来看，在 20世
纪下半叶进入到一个新的高潮。1973年，菲利普·

登伍德 (Philip Denwood)介绍了一件藏于牛津大学

阿什莫林博物馆的银碗，银碗上的纹饰描绘了《伊

利亚特》中的故事，他认为这件银碗是在萨珊人被

阿拉伯人打败后，由逃难的波斯王室带到西藏地

区[8]。很显然，作者已经意识到，吐蕃金银器和波斯

萨珊王朝之间可能有着某些十分微妙的关联，从而

将这件本不属于吐蕃系统金银器的银碗放置于吐

蕃、阿拉伯大食帝国、波斯萨珊帝国这个宏大的历

史背景之下加以考察，这种眼界和视野极富前瞻

性，对于后来的研究者无疑影响深远。

1998年，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的马撒·卡特

（Martha L. Carter）博士对三件入藏该馆的所谓“西

藏早期银器”进行了研究，这三件银器分别是一件

银瓶、一件银带把杯和一件银角杯。卡特博士认为

这三件器物应为一组，三件器物均包含粟特、波斯、

中原地区等多种因素，他进一步推测制，作西藏早

期金银器的工匠“应是一个多民族的混合体”，并且

从制作工艺、金属学测试等不同角度进行了考

察。[9]

2006年，本文作者之一的霍巍获得美国亚洲

文化协会（Asian Culture Conucil）项目资助，前往美

国调查访问了十余座博物馆和若干私人藏家，了解

到一批重要文物，并于 2007年撰文介绍了这批文

物，其中就包括了十余件属于本文所讨论范围的吐

蕃金银器。文中认为这批器物既包含有唐、萨珊和

粟特等地的文化因素在内，也很可能包含吐蕃自身

独特的金银器制作技术与风格，这个观点后来在其

所著的《吐蕃系统金银器研究》一文中进一步加以

了阐述[10]。同时，可以附带指出的是，霍巍在调查

中还注意到，与上述收藏于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

馆的三件吐蕃银器同进入藏的，还有一件完整的吐

蕃儿童织物衣衫，这为后来国内关注吐蕃金银器与

吐蕃丝绸流传海外的情况提供了新的信息。

2017年，葛乐耐教授（Frantz Grenet）撰文介绍

了一件戴克成（Christian Deydier）收藏的鎏金银

壶。他认为这件银壶应属于一位吐蕃贵族，出自八

世纪中期的一间皇家作坊。制作银瓶的工匠吸收

了粟特的艺术传统，同时也从当时中原地区的唐朝

艺术中汲取灵感，包括大乘佛教的某些表现形式也

体现其中[11]。

（二）若干有关吐蕃金银器的公开展览

近年来，海内外对于西藏高原考古、吐蕃考古

和“一带一路”背景下青藏高原与“丝绸之路”的联

系与交往等重大问题的关注度不断升温，也促进了

海内外对于吐蕃金银器收藏和展示活动从以往学

者的象牙塔公开走向社会。这个时期，一批数量较

大、门类丰富、特点鲜明的金银器开始浮出水面，以

公开展出的方式与观众见面。

2013年，香港梦蝶轩与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

合作，举办了题为《金耀风华·梦蝶轩藏中国古代金

饰》的公开展览，展出了近 300件公元前 1500年至

公元 1700年间欧亚及中国境内的金银器，其中也

包括一批来源不明的“疑似吐蕃金银器”在内。香

港中文大学艺术学讲座教授苏芳淑担任展览策划

和图录主编，另邀请国内相关学者撰写了专题论

文。该展览公开出版了图录，共一套三册，其中第

二册《金耀风华·赤猊青骢》共收录105件（组）金银

器，聘请霍巍为其撰写了相关条目说明和专题论

文。[12]霍巍在论文中认为，此次梦蝶轩展出的这批

金银器门类涉及面广，纹饰题材丰富多彩，显示出

很高的品级和独特的风韵，其中有相当部分器物可

能是专为吐蕃较高级别的王室贵族、大臣或将领在

丧葬仪式过程中所制作和使用的金银器，虽然没有

正式的认定其出土地点，但基本倾向于认为这应当

是一批出土于吐蕃墓葬中的金银器[13]。随后，霍巍

教授对此次展品中的两件宝马骑士形象金银饰片

又作了专门研究，文中认为这两件金银饰片反映出

吐蕃与欧亚草原文化之间密切的交流与联系。[14]

2019年2月，由北京市人民政府、青海省人民

政府主办，北京市文物局、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青

海省文物局协办，首都博物馆、青海省博物馆承办

的“山宗·水源·路之冲——一带一路中的青海”展

览在首都博物馆展出，展览展出了青海省 442件
（组）精品文物。在展览的第四部分“吐蕃东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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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展示了青海都兰吐蕃墓群出土的一批金银

器。这些展品中，许多金银器都是首次公开展出，

极大地丰富了吐蕃金银器材料。值得注意的是，这

批金银器无论是从种类、形制特点、制作工艺，还是

从装饰风格、题材以及性质、功能等各个方面，都和

上述香港梦蝶轩收藏的这批金银器极其相似，所以

证实了霍巍的推测 .香港梦蝶轩这批藏品绝大部分

应为出土品，这两批材料很可能都同出于青海都兰

热水境内的吐蕃墓地，可以归并于一起进行研究。

2019年7月，由敦煌研究院和美国普利兹克艺

术合作基金会主办的“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

吐蕃时期艺术珍品展”在敦煌研究院举办，这也是

国内第一次公开展出了来自国内外近30家文博机

构、国外私人收藏的 120余件套文物，其中也包括

数十件吐蕃金银器。这批金银器中，有相当部分在

霍巍在海外进行调查时已经加以著录[15]，但还有一

些来自俄国、瑞士等国博物馆和公私收藏机构的藏

品是第一次在国内公开展出，信息量很大。只是由

于各种原因，此次展览没有公开出版展览图录的计

划，信息未能公开，只能期待将来有可能公开披露。

上述这几次公开展出，给我们打开了吐蕃金银

器前所未见的辉煌灿烂的画卷，其中集中了无数吐

蕃金银器当中的精品，在制作工艺、装饰纹样、形制

风格等诸多方面都体现出吐蕃系统金银器集大唐、

吐蕃、波斯萨珊、粟特等金银器之大成的宏伟气派

和精致特色，也为未来的吐蕃金银器研究预示了光

明的前景。

（三）科学发掘与盗掘出土的吐蕃金银器

目前，由于各种原因，主动考古发掘所获的吐

蕃金银器极为罕见，大多是被盗掘出土后追回，或

者是在被盗掘后由考古工作者进行抢救性发掘时

出土。

1982至 1985年，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青

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的热水乡、夏日

哈乡等地发掘了一批吐蕃墓葬，其中出土了一批金

银器。最早对都兰出土吐蕃金银器展开研究的是

原青海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许新国，他在文章中公

布了部分材料，他还将文中所列器物与粟特金属器

物进行对比，认为二者纹样、风格十分相似，故将这

些器物归入粟特系统。[16]

1999年，在美国企业家罗杰伟（Roger E. Cov⁃
ery）创办的唐研究基金会的资助下，北京大学考古

文博学院与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在都兰热

水沟南岸发掘了四座大、中型墓葬，于2005年出版

了考古发掘报告《都兰吐蕃墓》。报告中公布了10
余件金银器，墓葬的年代大约为8世纪中期。[17]

青海都兰吐蕃墓地的考古发现也引起了社会

不法分子的注意，导致都兰吐蕃墓群曾多次被盗。

本世纪初，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西宁征集到一

批都兰吐蕃墓葬的盗掘文物，其中包括 20件动物

造型的银器，许新国先生根据其制作工艺、纹样装

饰等方面的比对研究，将都兰出土的这类动物形银

器的族属确定为粟特。[18]但学术界对于这批动物

形银器的真伪尚有存疑。许新国在文中还指出都

兰银器也具有自己的特点，但囿于材料所限，对其

自身特点并未展开说明。

青海省都兰县公安局曾陆续追缴回都兰墓群

的若干被盗文物，其中部分器物藏于都兰县博物

馆。霍川曾撰文介绍过一批该馆的馆藏文物，其中

包括若干金银器在内，但多为小件的残件，完整器

型较少。[19]

意大利学者康马泰（Matteo Compareti)在其有

关青海吐蕃金银器的论文中曾论及两件都兰墓群

出土的金银器，分别是一件有翼人身鱼尾金饰片和

一件鎏金银盘，他认为第一件金饰片虽带有强烈的

伊朗色彩，但很可能是吐蕃当地的产品；第二件银

盘体现了希腊装饰元素，可能是来自东罗马帝国或

者巴克特里亚的舶来品。[20]另外，康马泰在文中还

注意到第一件金饰与梦蝶轩藏品的相似之处。

近年来，青海吐蕃时期墓葬的科学考古发掘仍

在进行中，并不时有新的材料涌现。2018年9月至

2019年 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省

海西州民族博物馆和乌兰县文体旅游广电局联合

对泉沟墓地一号墓进行发掘，在后室西侧木椁外墓

地坑壁上，发现一处封藏的暗格，内置一长方形木

箱，箱内端放一件珍珠冕旒龙凤狮纹鎏金王冠和一

件镶嵌绿松石四曲鋬指金杯，根据墓葬出土物特征

和壁画内容风格，可以推测该墓葬为吐蕃时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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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碳14测年显示其年代为公元700年前后。[21]这

是迄今为目唯一由考古学者经过科学清理发掘出土

的一批吐蕃系统金银器，出土现场保存完好，金银器

的原生出土位置明确，这对于展开科学的研究工作

提供了难得的条件，可望取得重大的研究突破。

与之同时，2018年9月至2019年10月，中国社

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

对青海都兰热水 2018血渭一号墓进行发掘，墓中

的填土中已经开始出土金银带具等随葬品，这次发

掘的考古尚在进行中，但已见新闻报道。[22]霍巍曾

前往考古发掘现场进行实地考察，此墓紧邻此前发

掘清理过的都兰一号大墓，墓葬布局宏大，地表有

祭坛、立木等设施，若进入墓室（已被盗）之中可能

还会有更多的考古发现。

这两次考古发掘的报告尚未出版，仅公布有若

干照片，已经可预期其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从发

表的照片资料上观察，泉沟一号墓出土的王冠及鋬

指杯显示出高超的金银制作技艺，应是当地高等级

统治者的墓葬，这些带有明确出土信息的材料，将

会把吐蕃金银器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此外，近年来在西藏山南地区也曾陆续发现过

一些小型墓葬中出土的金银器饰片，其中尤其以

马、羊等动物形象的鎏金银组合式饰片最为引人注

目。这类饰片具有草原游牧文化的特征，与欧亚草

原发现的“斯基泰”文化动物纹饰的风格特点十分

相似，可能年代也要稍早于吐蕃时期，有可能属于

西藏早期金属时代游牧民族的产物。[23]

二、吐蕃金银器研究现状评述

现代学者中，最早关注到吐蕃金银器，并将出

土器物与馆藏文物相结合进行综合研究的是前文

中提及的瑞士藏学家阿米·海勒（Amy Heller）。
2003年，她在《中亚吐蕃的考古文物》一文中，介绍

了一批海外博物馆藏和私人手中的吐蕃金银器，她

认为这批金银器一方面融合了多种外来因素，另一

方面也体现出本土文化传统和本地工匠的创

新。[24]同年，阿米·海勒在另一篇文章中对拉萨大

昭寺银瓶上的人物服饰、纹样以及工艺进行探讨，

认为这件银瓶是松赞干布统治时期之后的吐蕃工

匠融合西亚、中亚、中原地区的多种艺术风格而制

作的艺术品，文中还对都兰吐蕃墓群出土的以及国

外藏品中的相关器物进行了考察。[25]

2013年，阿米·海勒在其《西藏古代金银器铭

文》一文中，梳理了若干带有藏文铭文的传世金银

器，并对这些铭文进行释读，她认为这些铭文大多

表示人名，应指器物所有人。[26]在缺乏出土材料进

行比对研究时，这些带有藏文铭文的器物可以作为

重要参考。阿米·海勒的研究丰富了吐蕃金银器的

材料，拓宽了研究视野，其将传世文物与出土文物

进行对比研究的做法也值得肯定和借鉴。

霍巍曾在《吐蕃系统金银器研究》一书和《吐

蕃时代古新发现及其研究》中的第五章“近年来考

古发现的吐蕃系统金银器研究”，较为系统的梳理

了迄今为止考古出土的吐蕃系统金银器，在国内外

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对考古出土器物和海内

外的传世品，从器型、特点风格、制作工艺和文化交

流几个角度出发，对吐蕃金银器进行了较为系统的

研究，认为吐蕃金银器当中有与唐、波斯、粟特等多

种文化因素的相互影响和交融的痕迹，另外吐蕃在

其扩张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了带有鲜明特色的金银

器系统。[27]这些研究为目前考古出土和流传于世

的吐蕃金银器的整体面貌提供了新的认识，是一项

基础性的工作。

在国内一些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中，也有涉及到

吐蕃金银器研究的内容。据不完全统计，2000年，

西藏大学的陈波先生曾发表一篇有关西藏古代金

银器的文章。文中首先回顾了文献中记载的公元

10世纪前西藏地区黄金的开采、冶炼和制作情况；

随后梳理了汉、藏文献中记载的西藏各类黄金制

品；最后，以金银制品为中心，讨论了吐蕃金银告

身、文化交流等相关问题。[28]2002年，首都师范大

学的吴明娣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的第一章第二节中，

从文献的角度，讨论了吐蕃金银制品输入中原地

区，引起了唐王朝上层阶级的兴趣，并对唐代金银

器的制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9]2017年，西藏大学

的王秋艳在其硕士学位论文《吐蕃政权时期西藏工

艺美术研究》一文中，用一个小节的篇幅介绍了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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蕃政权时期的金银器工艺，并回顾了以往学者的相

关研究及结论，认为这些金银器既有本土文化的影

响，又具异域风情。[30]同年，湖南工业大学的孙惠

茹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用简短的篇幅介绍了吐蕃

金银器的类型、纹样、工艺等特征，并注意到吐蕃金

银器体现的文化多样性特点。[31]上述几篇学位论

文虽不专于吐蕃金银器研究，但均注意到了金银器

在吐蕃社会历史的特殊地位和价值，从不同的角度

涉及到吐蕃金银器的制作、流布及其影响等问题。

在有关吐蕃金银器的个案研究方面，我国学者

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开始进行尝试。如霍巍曾撰

写过《考古图像中的吐蕃胡瓶》[32]《吐蕃时代金银器

上的有翼神兽》（Gold and Silver Winged Gods From
the Tubo Period）[33]等介绍性文章，对吐蕃金银器中

一些特殊的器形和纹饰进行了初步的梳理和观

察。2019年，霍巍与霍川又在《敦煌学辑刊》上发

表《青藏高原发现的古代黄金面具及其文化意义》

一文，文中注意到了梦蝶轩收藏的三组镶绿松石金

覆面与都兰墓群出土的一组金覆面的相似性，认为

这几组覆面均属公元8至9世纪即吐蕃兴盛时期的

贵族所用，可能与苯教丧葬仪轨有关；另一方面，文

章还谈到这几组覆面与西亚、中亚等地的联系，具

有东西方文化交互影响的痕迹。[34]

除传统的考古学研究之外，还有学者利用科技

手段对都兰吐蕃墓群出土的金银器进行科学分

析。如李秀辉、韩汝芬对都兰吐蕃墓出土的金属文

物进行科学分析，其中涉及几件金银器，作者在文

章中还讨论了吐蕃金银器的制作工艺。[35]吴海涛、

周双林两位通过电子扫描电镜、X-射线衍射等分

析方法，对都兰吐蕃墓出土的牌饰进行科学分析，

为我们提供了该样本的合金成分数据。[36]另外，程

起骏[37]和阿顿·华多太[38]两位非考古学界的学者也

曾分别对都兰出土金银器的文化源流进行过讨论。

除直接介绍、研究吐蕃金银器之外，唐代金银

器、粟特银器等相关研究也是吐蕃金银器研究的重

要参考资料。唐代金银器与吐蕃金银器的年代大

体相当，可作为吐蕃金银器研究的重要参考对象。

北京大学齐东方教授是唐代金银器研究的集大成

者，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考古出土及流散海

内外的唐代金银器展开综合研究，研究主要涉及

“唐代金银器的考古学分期”“唐代金银器的历史渊

源和兴盛原因”“唐代金银器与外来文明”等几个方

面。[39]齐东方综合运用陶瓷器、青铜器以及大量的

文献材料，对唐代金银器的年代问题进行了深入讨

论。他将唐代金银器的发展分为“飞速发展”“成

熟”和“普及和多样化”三个阶段，使我们更加明确

地认识到唐代金银器的发展及演变过程。此外，齐

东方教授还用较大的篇幅讨论了唐代金银器与外

来文明的关系，提出了对唐代金银器产生重要影响

的萨珊、粟特、罗马—拜占庭三个系统。前文已经

谈及，金银器常常出现在吐蕃与唐朝政治往来活动

之中，这表明吐蕃金银器与唐代金银器曾发生过广

泛的交流。因此，有关唐代金银器的若干思考，对

吐蕃金银器的研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201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已故俄国著

名中亚考古学家马尔沙克的《粟特银器》中译本。

马尔沙克教授从传统上认为的波斯银器中鉴别出

一些粟特银器，并将粟特银器分为三个流派：A流

派带有萨珊风格，B流派为当地特征，C流派与中国

唐代银器接近。文中还对各流派的演变序列及各

流派间的关系进行了若干讨论。[40]从现有研究成

果来看，粟特银器曾对吐蕃金银器产生过重要影

响，这些器物无疑是吐蕃金银器研究的重要比对

材料。

同年，葛承雍先生分析了青海省博物馆收藏的

一件西方神祇人物连珠饰牌银腰带，将其和阿富汗

“黄金之丘”出土的金腰带进行了对比，指出两者在

纹饰、工艺一脉传承，均为古希腊罗马文化系统的

西方腰带。[41]这件银腰带的时代范围已经超出了

本文所论的吐蕃时代。但却引发出一个值得深入

思考的问题：作为汉唐丝绸之路要冲的青海地区，

早在汉晋时代就曾出土过波斯银币等中西文化交

流的重要物品，唐代吐蕃时期大量具有域外风格特

点的金银器的发现，和这种文化交流的长期传统是

分不开的。即便是在吐蕃占领吐谷浑、扼控青海丝

绸之路之后，这种文化交流不仅没有被中断，反而

更为兴盛，提示给学者们这种从长时段、宽空间研

究吐蕃金银器的理论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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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语与展望

通过上述简略回顾，我们可以发现，经国内外

学者近半个多世纪的努力，吐蕃金银器的考古文物

资料已积累了相当数量，透过这些材料，我们可以

窥探吐蕃金银器的发达程度，以及其所蕴含的大量

历史信息。既有的研究成果也不同程度地涉及到

吐蕃金银器研究的若干层面，反映出现阶段吐蕃金

银器研究的主要特点，我们可以大致总结为“四多

四少”：

一是对传世品的研究较多，而对出土品研究较

少。自 20世纪 80年代起，经科学发掘出土的吐蕃

金银器才陆续出现在研究者们的视线之内。在此

之前，学界主要关注的还是馆藏文物或私人藏品。

目前，对于这些传世品的研究已颇为深入，但对于

出土器物的研究还颇显不足。

二是专题性研究较多，综合性研究较少。由

于历史上一些精美的吐蕃金银器通过不同的途径

已流散至海内外各地，这使得研究者们在全面收

集材料时面临很大的困境。因此，综合性的研究

较为困难。目前仅有阿米·海勒和霍巍在这一方

面进行过尝试，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显然还有很大

的发展空间。

三是共性研究较多，个性研究较少。在上述研

究中，学者们较多地关注到吐蕃金银器与其他地区

同类器物的共性，而较少谈及吐蕃金银器的自身特

色。尤其是一些学者过分强调都兰出土金银器的

域外（如粟特）属性，而忽略了吐蕃本土工匠和艺术

家们对吐蕃金银器在吸收外来文化因素基础之上

进行创新、创造的历史实践。

四是对于旧材料研究较多，而对新材料、尤其

是出土材料的研究较少。近年来，青海吐蕃时期考

古“捷报频传”，各大博物馆也相继举办了若干展

览，新材料在不断增加，但相关研究却未与之同步

进行。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资料发表的不足或受

限而导致研究工作的滞后，另一方面，也与考古出

土的金银器中完整器物较少、收藏界和艺术鉴赏界

对其重视程度大打折扣有关。

总体而论，目前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展望

未来的研究前景，还有若干不可回避的问题仍亟待

解决：其中首当其冲的，是非科学出土器物的年代

与真伪问题。在现有的研究材料中，绝大部分都器

物属于传世品或者盗掘品，缺少必要的出土信息。

因此，对于这部分材料，首要工作是弄清其真伪和

年代问题。首先要选定一批年代可靠的标准器物，

通过细致的比对分析，明确器物之间的早晚关系，

最终完善吐蕃金银器的发展演变序列。其次，是吐

蕃金银器风格特征及源流问题还需要深入探讨，这

既包括其个性特征的讨论，又涉及吐蕃时期金银器

与外部世界的信息共享问题，这一方面的研究需要

兼顾其造型、纹样、工艺等多方面因素，综合进行考

察。其三，是对吐蕃金银器背后所蕴含的社会文化

内涵，需要结合藏文与汉文文献，将吐蕃金银器研

究与吐蕃社会历史紧密联系起来，探讨这些器物产

生的社会历史动因，深入思考吐蕃金银器中所隐含

和象征的政治、经济以及宗教文化意义。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认为，迄今为止，考古出土

的吐蕃金银器已初具规模，通过细致的对比分析，

一些过去并未引起学界关注的传世而非出土材料，

现已可以经过选择纳入到吐蕃金银器的考古学研

究、讨论的范畴。考古学者在对这些出土器物与传

世文物进行精细化观察、分析、比较、鉴定的基础

上，系统地讨论吐蕃金银器的整体面貌已成为可

能。这里，有三个研究重点值得重视。

第一，前人研究的侧重点是那些明显具有外

来文化因素的器物，比较强调吐蕃金银器与粟特、

波斯、中原唐王朝类似器物的相似特征。目前，我

们已经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吐蕃金银器受到唐代金

银器的诸多影响，不少器物业已成为汉藏文化交流

在金银工艺制作上的典范之作。我们应当继续加

强对唐代金银器与吐蕃金银器之间的比较研究，从

中观察唐蕃文化交流的珍贵历史印迹。

第二，在另一方面，吐蕃金银器上的确也有诸

多外来文化影响的痕迹，但受限于材料，现有的研

究还无法帮助我们仔细甄别出各种文化因素的具

体表现细节。因此，我们还应充分关注波斯[42]、突

厥[43]、“黄金之丘”[44]、欧亚草原地带[45]等周边国家和

地区金银器的文化传统、风格特点、发展序列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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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将吐蕃金银器的研究纳入到更为广阔的时空范

围内加以考察，才有可能真正做到在这个具有国际

性的话题上既放眼世界，又立足本土，既从中看到

吐蕃工匠对外来文化的学习借鉴，更要从中发现吐

蕃金银器自身的特色和风范。

第三，虽有若干学者提出吐蕃金银器也具备

自身的鲜明特色，但总体来说，学界对这一方面的

研究和论述都显然不足。深入剖析各地因素对吐

蕃金银器的影响、从形制、纹饰、制作工艺、金属成

份分析、使用方式等不同的层面和角度入手，真正

对吐蕃金银器形成较为全面、系统、科学的认识，也

成为未来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综上所述，随着考古发现与相关研究成果的不

断涌现，作为西藏考古和吐蕃时代考古的一个重要

门类，吐蕃金银器的研究开始进入到新的发展阶

段。由于金银器在吐蕃社会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和

地位，以及它透过“高原丝绸之路”所折射出的中外

文化交流的灿烂光芒，这一领域的研究定将为西藏

古代社会历史研究拓展新的空间，为包括吐蕃先民

在内的多民族共创西藏高原文明补充新的内容，为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添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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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scovery and Research on Gold and Silver Wares from the Tubo Period
since the 20th Century
HUO Wei ZHU Mi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5)

Abstract：The gold and silver wares are important research content of archeological study of the Tubo period. In
recent years, some Tibetan gold and silver wares were discovered in the archaeological work on the Qinghai-Ti⁃
betan Plateau, which have become a pivotal gauge in reappraising the values of gold and silver wares handed
down from generations. Generally, these archaeological finds have contributed to figure out the source, authentic⁃
ity, and research values of the gold and silver wares handed down from ancient times, and are greatly significant
for understanding their varieties, functions, production technology, social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which re⁃
flects the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Tibet and central plains as well as Tibet and its surrounding countries and
regions. It broadens the spectrum of academic investigation in the related research field.
Key words：The gold and silver wares from the Tubo Period; The archeological study of Tubo period; The silk
road on the Tibetan Plateau; Tibetan archae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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